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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特别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

民粹政治浪潮的高涨,重塑了美国的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格局。厘

清美国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内核及其背后的民意基础,有助于把握

美国外交的未来走向。理论上,以 “美国优先”为核心口号的民粹

主义外交,可归纳为政治维度的 “反多边主义”、经济维度的 “反全

球主义”以及文化维度的 “反价值观外交”。实证上,利用两份全国

性民调数据,采用跨问卷插补与匹配方法,可识别出美国民众政治、

经济、文化维度的危机感与民粹主义对外政策态度之间的因果关系。

结果显示,政治民粹倾向显著增强了孤立主义、轻视盟友和反国际

组织的态度;经济民粹倾向显著提升了对关税的支持;文化民粹倾

向则强化了对民主推广与多元价值的排斥。美国民粹主义外交的形

成并非偶然,其具有广泛的舆论与社会基础,是国内政治失信、经

济不平等与文化焦虑的外溢结果,并可能长期影响美国外交实践,

使其在国际体系中延续更具内向化的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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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美国民粹主义 (populism)的兴起,尤其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

右翼民粹政治浪潮勃兴,成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焦点。民粹主义通过

挑战既有政治建制与国际秩序,深刻重塑了美国国内政治结构与外交政策取

向。自特朗普执政以来,其几乎颠覆了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传统大战略,美国

外交政策日益呈现民粹化取向。以 “美国优先”(AmericaFirst)为政治口号

的特朗普式民粹主义外交实践,从 “退群外交”到 “关税外交”再到 “反价

值观外交”,无不偏离了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外交传统。① 然而,与国内政治

层面的民粹主义研究相比,② 学界对于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系统性分析仍处

于起步阶段。③ 如何在理论层面理解美国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形成逻辑? 特

朗普看似 “离谱”的外交政策是偶然的,还是美国国内政治出现结构性转变

的必然结果? 这些都是学界亟待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在当前国际体系剧烈变动与国内政治极化加深的背景下,探讨美国民粹

主义与外交政策的关联尤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方面,民粹主义

的兴起正在重塑美国政治版图,其反精英、反全球化、反移民的诉求日益渗

透至外交政策决策过程;另一方面,传统的外交政策研究多聚焦于制度、利

益与安全逻辑,而忽视了民意与国内社会结构变化的深层作用。因此,系统

分析民粹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有助于理解 “美国优先”政策的根源

和未来发展趋势,揭示民主政治与国际秩序互动的新机制,并为评估美国外

交走向以及中国的政策应对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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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当代美国的民粹主义外交政策。作者认为, “美国优先”并非

单一的政治口号,而是国内民粹主义情绪在外交领域的制度化表达。实际

上,美国民粹主义外交政策孕育于政治失效、经济放缓与身份危机三个维度

的背景之中,是美国民众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焦虑心态在国际事务中的投

射。具体而言,民粹主义外交政策可分为三种相互关联的取向:其一,政治

维度上的 “反多边主义”(anti-multilateralism),体现为对国际组织与国际规

则体系的普遍怀疑;其二,经济维度上的 “反全球主义” (anti-globalism),

表现为对贸易全球化和自由市场机制的抵制;其三,文化维度上的 “反价值

观外交”(anti-value-baseddiplomacy),表现为对民主、人权等 “价值观外交”

议程的反对,而将主权和民族认同置于普世价值之上。本文提出三项核心假

设,即政治危机感促生 “反多边主义”、经济危机感推动 “反全球主义”、文

化危机感强化 “反价值观外交”。通过系统的实证分析,本研究揭示出,“美

国优先”并非偶发的外交偏离,而是深植于美国社会的结构性危机,是一种

民众集体心理的系统性政治表达,预示着美国外交政策的 “美国优先”取向

将呈现长期化趋势。

本文的实证部分将联合使用两份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民调数据,即2020
年美国国家选举研究 (AmericanNationalElectionStudies,下文简称 ANES)

和2022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 (ChicagoCouncilonGlobalAffairs,下文简

称CCGA)的民调数据。具体做法如下:首先,在 ANES中通过验证性因子

分析测量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的民粹倾向;其次,鉴于 ANES缺乏系

统的对外政策偏好题项,① 为搭建 “民粹倾向 外交态度”的桥梁,本文以两

份问卷共享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变量 (如投票选择、意识形态、党派认同、教

育、收入、种族、年龄、性别、婚姻、住房等)为共同协变量,在 ANES数

据中训练预测模型,并将其外推至具有丰富对外政策偏好题项的CCGA数

据,从而实 现 对 CCGA 受 访 者 三 个 维 度 的 民 粹 指 数 进 行 “跨 问 卷 插 补”

(cross-surveyimputation);再次,针对 “单一维度的焦虑感促生该维度对外

政策偏好”的路径,在条件忽略 (基于观测的选择)的识别框架下采用匹配

方法,利用其余两个维度的民粹倾向值作为匹配协变量,以评估政治、经

济、文化焦虑感与该维度对外政策偏好之间的因果关系。

实证结果显示,具有政治民粹倾向的民众在国际事务中普遍持有孤立主

义态度,并对盟友、国际组织保持怀疑立场;具有经济民粹倾向的民众支持

提高关税、降低全球贸易的优先级;具有文化民粹倾向的民众更反对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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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民主价值,对多元价值观持反感态度。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特朗普

第二任期的案例分析,进一步印证了民粹主义危机感与外交政策的联动机

制。总体来看, “美国优先”的外交取向具有广泛的社会心理与舆论基础,

并非领导人个性风格的偶发产物,这意味着美国民粹主义外交政策具备延续

性,也将在相当程度上长期塑造美国对外战略的走向。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理论层面,本文从民粹主义

的国内诱因出发,系统构建了民粹主义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维度上的具

体对外政策偏好框架,揭示了美国民粹主义外交 “反多边主义” “反全球主

义”“反价值观外交”的完整逻辑结构,为理解民粹主义外交提供了可操作

化的分析框架;第二,在实证方法层面,本文超越了相关性分析,利用跨问

卷插补与匹配方法,在条件忽略识别假定下,初步识别了政治、经济、文化

危机感对外交政策偏好的因果效应,从而更精确地分析了民众的民粹主义态

度与外交政策偏好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三,在政策层面,本文考察了美国民

粹主义外交政策的社会舆论基础,揭示了 “美国优先”具有长期化发展的趋

势。概言之,民粹主义外交并非仅源于特朗普个人的执政风格,而是深植于

美国社会广泛存在的政治不信任、经济焦虑与文化防御集体心理之中,即便

特朗普卸任,若出现其他具有民粹特质的领导人,美国的外交取向仍可能沿

着相似路径延续。

一、 民粹主义与外交政策: 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近年来,关于民粹主义与对外政策的研究不断涌现,相关成果主要集中

在内政和外交两个方向:一方面,民粹主义的研究文献主要着眼于国内政

治,聚焦民粹主义现象、概念及其国内诱因;另一方面,最新的文献初步探

讨了民粹主义外交政策。以下将依次回顾这两方面的研究,并说明它们如何

共同启发了本文的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

(一)民粹主义的定义及其国内诱因

民粹主义的崛起已成为当今世界政治中的突出现象,对国际政治与经济

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在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还是在非西方的

“全球南方”国家,民粹主义都以不同形式冲击着传统政治秩序。① 学界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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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在于平民主义对精英主义的反制。① 正如卡斯·

穆德所界 定 的,民 粹 主 义 是 一 种 “核 心 薄 弱 的 意 识 形 态”(thin-centered

ideology),主张 “纯粹的人民”对抗 “腐败的精英”,对现有的政治秩序进行

抵制、扰乱与破坏。② 纳迪亚·乌尔比纳蒂则指出,民粹主义在形式上延续

了民主政治的 “多数原则”,但在实质上将其转化为 “多数的暴政”,以选举

合法性对抗制度约束。

以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为特征的右翼民粹主义尤为如此。它在反建制的

姿态中融入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乃至排外主义,使得 “人民与精英”的冲突

同时转化为 “本国与他者”的冲突。李向阳等人认为,欧美右翼民粹浪潮的

兴起,是在西方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经济全球化失衡与文化冲突压力下的

集体反应。③ 乔治·洛夫曼在 《英国政治与国际关系杂志》的专题研究论文

中指出,当代右翼民粹主义已超越政党政治的范畴,成为一种跨国政治风

格,它既挑战国内建制,也质疑国际制度的正当性。④

随着民粹主义实践日益多样化,单一的 “反精英”分析框架的局限性也

逐渐显现,学界开始从多个维度解构民粹主义的反精英诉求。具体而言,政

治上,民粹主义依托 “孤胆英雄式”的政治强人以动员底层民众;经济上,

它反对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分配不公;文化上,它以身份认同和文化

归属标准来定义 “真正的人民”。⑤ 这种多维视角也使学界对民粹主义诱因的

讨论更加聚焦且更具解释力。

首先,政治危机感是民粹主义兴起最直接的诱因之一。当政府腐败、政

策失灵或政党极化削弱了公众对体制的信任,民粹主义便成为反体制动员的

工具。拉丁美洲在20世纪中叶的经验表明,胡安·庇隆、乌戈·查韦斯等

领袖的崛起正源于拉美民众对政治建制派的强烈不信任。⑥ 同样,在欧美民

主国家中,政治极化与制度僵化也为民粹政治的兴起提供了土壤。有西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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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研究表明,持续加剧的党派极化正在侵蚀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使民众对政

治体系的信任显著下降。① 与此同时,政党钙化 (calcification)和政治僵局

(gridlock)进一步放大了民众对代议制的失望情绪,导致了政府信任危机,

从而为反建制政治提供了充分的动员空间。②

其次,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带来的结构性冲击是民粹主义崛起的第二

大诱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扩大的财富差距使得发达国家内部的

收入分配日益不平等,加上全球化所带来的制造业衰退危机,共同加剧了民

众的经济焦虑感。全球化的赢家多为金融与科技精英,而蓝领阶层、农村地

区及中下阶层的民众则成为那群被遗忘的人。③ 右翼民粹主义者将复杂的全

球经济失衡简化为 “外部敌人”问题,通过反全球贸易与关税保护政策来回

应国内不满。经济危机感不仅是民粹政治动员的基础,也为其推行保护主义

政策提供了正当性。

再次,民粹主义勃兴的第三个诱因来自文化与身份层面。全球化与移民

潮带来的文化多样性挑战了民族国家的认同边界。在经济衰退与难民潮的双

重压力下,西方社会出现了对移民与多元文化的强烈反弹。④ 同时,亨廷顿

的 “文明冲突论”成为右翼民粹叙事的重要思想资源。⑤ 比如,特朗普的政

策顾问史蒂夫·班农便将美国视为 “西方文明的捍卫者”,把反移民与反多

元文化包装为文明保卫战。⑥ 这种以文明论为基础的反全球主义叙事,使右

翼民粹主义在西方社会获得了持久的文化合法性。⑦

(二)对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既有研究

近年来,学界对民粹主义的研究逐渐从国内政治层面扩展至国际关系领

域,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民粹主义的外交政策取向。民粹主义外交被视

为国内民粹主义政治在国际舞台的延伸,其核心特征在于挑战由国内建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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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StevenLevitskyandDanielZiblatt,HowDemocraciesDie,Crown,2018.
关于政党钙化,参见JohnSides,ChrisTausanovitchandLynnVavreck,TheBitterEnd:The

2020PresidentialCampaignandtheChallengetoAmericanDemocrac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22;
关于政治僵局,参见 NolanMcCarty,Polarization:WhatEveryoneNeedstoKnow,OxfordUniversity
Press,2019;关于 政 治 信 任,参 见 MarcJ. HetheringtonandThomasJ. Rudolph,Why Washington
Won􀆳tWork:Polarization,PoliticalTrust,andtheGoverningCrisis,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15。

JohnB.Judis,ThePopulistExplosion:HowtheGreatRecessionTransformedAmericanand
EuropeanPolitics,ColumbiaGlobalReports,2016.

PippaNorrisand RonaldInglehart,CulturalBacklash:Trump,Brexit,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SamuelP.Huntington,TheClashofCivilizationsandtheRemakingofWorldOrder,Simon&
Schuster,1996.

JoshuaGreen,Devil􀆳sBargain:SteveBannon,Donald Trump,andtheStormingofthe
Presidency,PenguinPress,2017.

李向阳等:《全球右翼浪潮兴起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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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共识所支撑的国际制度与全球化秩序。钟准与魏康婷对民粹主义外交这

一全球性现象进行了规律性探讨,强调民粹主义外交是一种对国际制度和国

内建制的双重反制,他们通过案例分析了三种不同类型反建制外交 (讨价还

价、策略性不合作与制度性退出)的条件,明晰了在不同条件下民粹主义外

交的选择及其作用机制。①

聚焦美国民粹主义外交的学术探讨已开始起步,理论框架也逐渐清晰。

王联合从理念与历史脉络出发,强调美国民粹主义外交以民族主义而非国际

主义来界定国家身份,对外政策优先关注国内利益而非国际利益。② 赵明昊

研究了美国保守民粹主义的崛起,从 “非自由主义民主”、强化美国实力、

强势的单边主义三个方面概括了特朗普的外交理念,为运筹中美长期战略博

弈提供了富有洞见的政策启示。③

不过,针对美国民粹主义外交政策这一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

议题,仍有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第一,关于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理论框

架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现有文献虽然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对民

粹主义的诱因进行了较为丰富的讨论,但对于不同维度的民粹倾向分别对应

哪些具体的民粹主义外交政策,仍需开展类型学层面的系统分析。第二,现

有研究多侧重于描述性分析外交理念及其政策表现,缺乏对民粹主义外交的

微观机制、民意基础及社会根源的系统检验。民粹主义的对外政策偏好是否

具有广泛的民意支持,仍亟待进一步研究。④ 如果民粹主义确实以 “人民意

志”为其政治正当性的基础,那么,当民众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

与文化冲击时,他们究竟持何种对外政策立场,仍是一个尚未被充分验证

的经验性问题。第三,系统性检验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根源,仍需要科学

实证方法的支撑。近年来,经济学与政治学中方兴未艾的 “可信度革命”

(credibilityrevolution)为美国民粹主义外交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严谨的因果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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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钟准、魏康婷:《理解民粹主义外交———国际制度、国内建制与反建制对外政策的选择》,第

96—120页。
王联合:《近年来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及其外交影响》,第101—111页。
赵明昊:《保守民粹主义崛起:特朗普冲击与中美长期战略博弈》,第66—91页。
对外政策舆论的相关文献为民粹主义外交的民意基础这一较新议题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支撑和

丰富的 实 证 依 据。早 期 的 公 众 舆 论 文 献 认 为 民 意 缺 乏 结 构 化 和 连 贯 的 信 念 体 系,参 见 Walter
Lippman,PublicOpinion,Harcourt,BraceandCompany,1922;PhilipE.Converse,“TheNatureofBelief
SystemsinMassPublics,”inDavidE. Apter,ed.,IdeologyandDiscontent,FreePress,1964,pp.206-
261;JohnR.Zaller,TheNatureandOriginsofMassOpin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伴随

大样本民调数据的逐步积累,实证研究亦表明,聚合后的公众意见并非完全凌乱无序,而对国际事务

具有稳定的偏好结构,而且,在不少政策领域,公共政策往往与多数民意保持一致,参见 Valdimer
OrlandoKey,Jr.,PublicOpinionandAmericanDemocracy,AlfredA.Knopf,1961;BenjaminI.Pageand
RobertY. Shapiro,TheRationalPublic:Fifty Yearsof Trendsin Americans􀆳Policy Preferences,
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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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工具,使学者能够以更科学的方式识别民粹主义诱因与特定对外政策态度

之间的因果联系,从而深化我们对民粹主义政治心理与对外政策偏好之间作

用机制的理解。

二、 美国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理论框架

美国民粹主义外交是指以 “美国优先”为核心理念,强调在国际事务中

优先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反对精英主导和制度性国际合作的一种外交取

向。美国民粹主义外交的具体政策表现可以概括为政治维度上的 “反多边主

义”、经济维度上的 “反全球主义”以及文化维度上的 “反价值观外交”。这

三种取向共同构成了特朗普时代 “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的主要表现形式,也

是民粹主义情绪在对外政策态度层面的进一步延伸。本文的核心观点是,美

国的民粹主义外交政策,孕育于美国政治失效、经济放缓以及身份认同危

机,是美国国内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焦虑感在国际问题领域的外溢。

首先,在政治维度,民粹主义的核心是反精英主义,这种反精英心理在

外交领域表现为对国际制度和多边主义的排斥。民粹主义的本质是 “多数主

义的反精英政治”,它主张政治权力应当完全体现 “人民意志”,并将制度化

政治视为对人民意志的扭曲。① 在民粹话语中,国际制度和多边机制往往被

描绘为 “全球精英的产物”,这些精英通过复杂的规则体系、外交惯例和国

际组织架构削弱了国家主权,规避了民主问责,并将决策权让渡给远离公众

的跨国机构,因此,国际组织、联盟与多边条约往往被民众视为 “全球精

英”的权力延伸。右翼民粹主义者把对国内建制派的不信任投射到国际体系

中,便形成了对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多边制度性承诺的深刻

怀疑。这种反多边主义态度既是美国孤立主义传统在民粹时代的延续,也反

映出在当今国际秩序变化进程中美国外交战略从自由国际主义向民粹主义和

民族主义的深刻转变。②

具体而言,特朗普政府的 “退群外交”正是这种政治民粹逻辑的集中体

现。特朗普先后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威胁退出

北约和世界贸易组织,并冻结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这些行动的共同逻辑

在于拒绝承担美国作为 “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在政治维度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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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NadiaUrbinati,“PoliticalTheoryofPopulism,”AnnualReviewofPoliticalScience,Vol.22,
No.1,2019,pp.111-127.

徐步:《鹰霾笼罩:美国国家特性及其21世纪战略影响》,五洲传播出版社,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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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多边主义”为核心特征的民粹外交,使美国从过去的国际秩序维护者转

变为制度怀疑者。

其次,在经济维度,民粹主义外交政策表现为对全球化的抵制,是一种

典型的 “反全球主义”取向。其理论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虽推动了世界范

围内的增长与互联,却在国内层面形成严重的收益分配不均和产业空心化,

从而引发了深层次的社会焦虑,为民粹主义在经济维度的发展提供了动员基

础。① 伴随着制造业的大量外迁,原先从事制造业的民众感到自身被全球经

济体系 “遗弃”,因此,他们倾向于支持贸易保护、关税壁垒和经济民族主

义政策,强调国家应重新掌控经济发展命脉,拒绝生产外包,限制跨国资本

流动,恢复制造业就业,提升产业竞争力。

在这一逻辑下,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与经济政策可被视为经济民粹主义的

典型实践。特朗普不仅在其第一任期内就对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

主要贸易伙伴加征高额关税,还在第二任期伊始扩大贸易战范围,对全球主

要经济体征收关税,试图通过 “极限施压”方式迫使对方在贸易谈判中让

步。② 他以 “公平贸易”的幌子重新谈判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推动签署 《美墨加协定》 (USMCA),并将关税作为对外政策的核心工具,

以此吸引国内中下层劳动者的支持。这些经贸举措是以保护主义取代自由贸

易、以经济民族主义取代全球化合作的政治重构。

再次,在文化维度,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核心是 “反价值观外交”,其

深层逻辑在于对多元主义和普世价值的系统性抵制。民粹主义的文化逻辑是

一种排他性政治,它通过界定 “真正的人民”来划定政治共同体的文化边

界,并以此反对多元文化与普世价值。换言之,文化民粹主义的背后是一种

对文化秩序失控的恐惧与对传统社会等级的怀旧。皮帕·诺里斯与罗纳德·

英格拉哈特将这一现象称为 “文化反弹”(culturalbacklash),即随着性别平

等、种族多元与移民扩张的加速,传统群体 (尤其是白人、基督徒以及低教

育水平群体)在面对社会价值变迁时会产生一种防御性的政治反应。③ 当白

人群体的传统优势地位受到冲击时,他们会产生身份焦虑与防御性文化心

理,更倾向于拒绝跨国人权机制、削减援外项目、淡化民主推广议程,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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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DaniRodrik,“PopulismandtheEconomicsofGlobalization,”JournalofInternationalBusiness
Policy,Vol.1,Issue1-2,2018,pp.12-33.

“RegulatingImportswithaReciprocalTarifftoRectifyTradePracticesThatContributetoLargeand
PersistentAnnualUnitedStatesGoodsTradeDeficits,”TheWhiteHouse,https://www.whitehouse.gov/
presidential-actions/2025/04/regulating-imports-with-a-reciprocal-tariff-to-rectify-trade-practices-that-contribu
te-to-large-and-persistent-annual-united-states-goods-trade-deficits/.

PippaNorrisand RonaldInglehart,CulturalBacklash:Trump,Brexit,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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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上强化国家主权与文化同质性的优先地位。

特朗普政府在文化维度的民粹主义表现尤为突出,其政策系统性地削弱

了美国长期以来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传统。在移民政策领域,特朗普签署

“禁穆令”,限制多个穆斯林国家国民入境,并大幅削减难民接收数量。在对

外援助与国际合作方面,他冻结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的项目经费,并

大幅削减对民主、人权和气候议题的外援资金,甚至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公

开质疑人权理事会的合法性。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所言,这标志着 “自由

国际主义的衰退”,美国不再将传播价值观视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而是转

向了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导向的外交。①

综上所述,这三个维度的民粹主义对外政策取向,分别根植于美国民众

的政治危机感、经济危机感与文化危机感。伴随着民粹主义的兴起,民粹主

义外交政策也往往发生于美国民众对政府信任、经济安全与社会认同均感到

失望的时期。政治危机感源自民众对政治代表性与政府信任的缺失;经济危

机感反映民众对全球化导致分配不公的反弹;文化危机感则体现了民众对多

元主义与身份变迁的焦虑。就外交政策而言,政治危机感强的群体更倾向于

孤立主义,认为维持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弊大于利,应减少对盟友的承诺,并

反对参与国际组织;经济危机感强的群体更支持关税与贸易保护政策;文化

危机感强的群体则更反对推广民主价值观,认为民主并不是对所有国家都最

好的制度,同时反对文化多样性。据此,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假设:

假设1:政治民粹倾向越强,个体越倾向支持 “反多边主义”外交政策。

假设2:经济民粹倾向越强,个体越倾向支持 “反全球主义”外交政策。

假设3:文化民粹倾向越强,个体越倾向支持 “反价值观”外交政策。

这三条假设共同构成了从理论到实证的桥梁。② 它们揭示了美国民粹主

义外交的社会心理根源,也说明 “美国优先”的政治逻辑并非源于个人领导

风格,而是建立在社会结构性危机与集体情绪反应之上。因而,民粹主义外

交不只是政策层面的短暂偏离,而是一种长期的社会政治转型:因为政治危

机感所以质疑国际制度,因为经济危机感所以否定全球化,因为文化危机感

所以抵制普世主义,从而在国际层面投射出一种系统性的 “美国优先”的民

粹主义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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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JohnJ. Mearsheimer,TheGreatDelusion:LiberalDreamsandInternationalRealities,Yale
UniversityPress,2019.

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中文文献中,“hypothesis”一词常被译为 “假设”或 “假说”,但本文统一

采用 “假设”以指代可通过实证检验的研究命题。后文出现的 “假定”对应的是 “assumption”一词,
指研究模型或因果识别中所设立的前提条件或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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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 如何识别民众民粹倾向

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本文的实证部分旨在系统地分析美国民粹主义外交政策是否具有民意基

础,探求具有民粹倾向的美国民众是否更加支持以 “美国优先”为核心的民

粹主义外交政策。然而,系统检验民众的民粹主义倾向与对外政策偏好之间

的因果关系并非易事,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

研究者需要借助的调查数据不太完备。研究者使用的民意调查数据需要同时

满足两点:一是能够对民众心中与民粹主义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危机感

进行测量,二是能够对民众具体的外交政策偏好进行测量。然而,民粹主义

倾向的测量通常依赖大量国内政治议题的题项,这类民调往往缺乏对外政策

题项,而专注于对外政策议题的民意调查却又缺乏直接测量民粹主义倾向的

题项。另一方面,研究者需要通过巧妙的方法识别出三个维度的危机感对具

体外交政策偏好的因果影响,而简单的回归分析难以控制所有可观测与不可

观测的混淆变量,从而很难对因果效应做出无偏估计。本节将具体介绍本文

克服以上两种难题的研究设计。

(一)数据:基于ANES与CCGA民调测量民粹主义对外政策

本文的 实 证 分 析 使 用 两 份 民 调 数 据,即2020年 ANES以 及2022年

CCGA的民调数据。ANES是美国一个长期开展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自

1948年起延续至今,其目标是研究美国选民的政治行为和政策态度,并以全

国概率抽样的方式收集美国公众在选举期间的政治态度与行为信息。尤其在

总统大选年,ANES提供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规模调查数据,涵盖了选民

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党派立场、意识形态偏好以及与选举相关的核心议题,

因此,其长期是研究美国政治行为与公众舆论的重要资源。与之相辅的是

CCGA的外交事务调查。该调查自1974年开始实施,聚焦美国公众与精英在

外交政策领域的认知与偏好,它被广泛用于研究美国社会对国际事务和外交

战略的看法,在学界和政策界具有极高的影响力。CCGA每隔数年开展一次

大规模调查,涵盖贸易、联盟、军事部署、移民与国际合作等议题。本文使

用的2022年CCGA民调数据①能够较为全面地揭示当今美国民众在具体对外

政策上的态度和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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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也是研究者所能够获得的最新的民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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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单独依靠任何一份民调数据都难以同时把握民粹主义与民众对外

政策态度的关系。ANES数据的优势在于,它包含了大量与国内政治相关的

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使得研究者能够通过因子分析构建民粹指

数,即从政治、经济与文化三方面的焦虑感来衡量民粹诱因。但是,ANES
数据并未涉及系统性的对外政策态度问题,难以全面测量美国公众在对外政

策上的态度。相对而言,CCGA数据在对外政策维度有着丰富而细致的问卷

设计,从贸易到军事、从多边主义到地缘竞争,该调查均有覆盖,因此,其

是研究美国公众对外政策偏好的核心数据来源。然而,CCGA数据并没有足

够的问题来测量受访者的民粹主义倾向,这一限制使得单独使用CCGA数据

无法系统地开展民粹主义与外交政策关系的研究。

为克服两份数据各自的局限,本文采用了 “跨问卷插补”的策略。首

先,作者利用2020年 ANES数据中的丰富题项,复现已有研究中的 “验证

性因子 分 析”(confirmatoryfactoranalysis)以 构 建 民 粹 指 数。① 随 后,在

ANES与CCGA调查的共同协变量基础上 (如投票选择、意识形态、党派认

同、社会经济与人口变量等),建立统计预测模型。换言之,该步骤把ANES
数据视为训练集 (trainingset),构建如何用众多社会经济与人口变量预测三

个维度民粹焦虑感的统计模型。最后,论文将所得模型应用于CCGA样本,

利用共享社会经济与人口变量对CCGA受访者三个维度的民粹焦虑感进行预

测并加以填补。这一跨问卷插补方法不仅在实质上实现了两个数据集的联

通,也使得作者能够在CCGA数据的对外政策题项基础上填补受访者的民粹

主义倾向,从而为系统分析 “民粹主义与对外政策态度”关系提供了可能。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节,作者将对每一步方法的实施进行详细介绍。

(二)因子分析与民粹指数测量

在民粹主义的实证研究中,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测量民众潜在的民粹主

义倾向。民粹主义本质上体现为 “人民对精英”的对立逻辑,而这种倾向往

往根植于公众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维度上的焦虑感。民众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焦虑感越高,就越容易拥抱民粹主义,具有更强的民粹主义倾向。对

于一位受访者而言,他对民粹主义的青睐程度是潜在的,再加上民粹主义往

往带有贬义,易受社会期许的影响,因此,民粹主义倾向难以直接观测。

本研究通过 “验证性因子分析”间接测量受访者的民粹主义倾向。因子

分析假定多个观测变量之间的方差 协方差结构能够由数量更少的潜在因子

加以解释。这些潜在因子本身不可直接观测,但会系统性地影响观测变量所

77

① 付舒:《谁在支持特朗普:实证分析美国民粹主义》,第73—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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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的共同特征与维度。本文使用2020年 ANES数据,选取能反映三类

焦虑感的问卷题项作为观测变量。相关问题的选择均从民粹的概念出发,选

取在政治、经济和身份三个维度的民粹主义诱因所关联的具体问题。政治维

度涉及对政客与制度的信任感,问题包含 “政客是否在意人民” “政府里有

多少人腐败”“个人能否影响政府” “对华盛顿政府的信任程度”等八个问

题;经济维度涵盖民众对贸易、移民与金融风险议题的看法,问题包括 “移

民是否抢走工作”“对自由贸易协定的看法” “与他国贸易是否对美国有好

处”“移民对美国经济是否有好处”等五个问题;文化维度聚焦于民众对待

移民与少数群体的态度,问题包括 “是否支持在美墨边境修墙” “对非法移

民的感情温度”“外国移民应该增加还是减少”“遵照美国的风俗习惯有多重

要”等八个问题。①

在统计层面,作者通过比较拟合指数 (ComparativeFitIndex)与克隆巴

赫系数 (Cronbach􀆳sAlpha)检验各维度的内在信度。结果表明,三类因子均

有较好的拟合,其中,文化维度的一致性最高 (CFI=0.981,Cronbach=

0.874),政治维度的内在效度也很高 (CFI=0.936,Cronbach=0.798),经

济维度的效度略低但仍可接受 (CFI=0.814,Cronbach=0.573)。作者依据

载荷系数对各题项进行加权,构建出政治民粹指数、经济民粹指数和身份民

粹指数,并将其标准化到0与1区间,其中0代表没有民粹倾向、1代表极

高的焦虑与民粹倾向。

(三)跨问卷插补:实现民粹指数与对外政策态度的整合

在政治科学研究中,研究者经常会面临单一问卷的束缚。某些核心变量

虽在一份问卷中被测量,但在另一份问卷中却缺失,致使关于对外政策舆论

的研究面临 “有什么数据就做什么样的研究”的困境。② 若直接舍弃缺失的

部分,不仅会限制对更有趣问题的探究,还可能削弱样本的代表性与可靠

性。随着近年来政治学方法论的发展,学界常用的解决方法是跨问卷插补。

这一方法的核心思想在于,利用两份问卷中同时存在的 “共享变量”作为桥

梁,在一份问卷中训练预测模型,并将模型参数应用于另一份问卷,从而预

87

①

②

ANES问卷具有非常高质量的问卷连续性,在2016年和2020年的两次 ANES民调中,以上

问题完全一样。本文的分析基于2020年的ANES民调数据,对三个维度民粹倾向的测量复现了付舒

于2024年发表在 《国际政治科学》一文对民粹指数的测量。更为具体的测量细节,参见付舒:《谁在

支持特朗普:实证分析美国民粹主义》,第73—107页。
张传杰:《中国对外政策舆论研究现状的思考》,《外交评论》,2011年第5期,第49—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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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并填补缺失的目标变量。① 在关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中,这种方法尤其常见,

例如,当研究者希望将不同年份或不同调查机构的数据拼接,以形成更完整

的时间序列或更全面的样本时,跨问卷插补便成为关键工具。它不仅延伸了

数据资源的可比性,也使研究者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考察舆论态度与行为模式

的普遍性规律。

在本研究中,作者利用ANES数据构建社会经济与人口变量对三个维度

的民粹主义倾向的预测模型。如前文所述,ANES问卷包含了丰富的政治、

经济、文化维度的政策态度问题,从而可以利用因子分析测量受访者的民粹

主义倾向,以获得政治危机感、经济危机感与文化危机感的测量值。同时,

ANES与CCGA数据共享了一系列社会经济与人口变量。这些变量既在两份

问卷中均有收录,又与民粹主义态度高度相关,因而,可以作为预测模型的

输入变量。具体而言,作者选取的共享变量包括2020年大选是否投票给特

朗普、意识形态、党派认同、宗教信仰 (新教、天主教)、是否拥有住房、

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种族 (白人、黑人、拉美裔)、教育水平与收入。

在既有研究中,这些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已被证明与民粹主义倾向存在相关

性,因此,其为预测三类民粹指数提供了坚实基础。②

在具体建模过程中,作者在 ANES数据中利用上述共享的社会经济变

量对三个维度的民粹指数分别进行拟合。为在解释力与准确性之间取得平

衡,作者采用了多种模型方法:其一是最直观的最小二乘线性回归模型

(OrdinaryLeastSquares,OLS),其优势在于易于解释,并且能够提供条件期

望函数的最佳线性近似;③ 其二是更为灵活的完全饱和模型 (fullysaturated

model),即对共享变量的所有可能组合进行建模,以捕捉交互关系;其三是

机器学习方法中的随机森林模型 (randomforest),能够在非参数框架下自动

捕捉复杂的非线性与交互效应。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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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DonaldB.Rubin,MultipleImputationforNonresponseinSurveys,Wiley,1987;GaryKinget
al.,“AnalyzingIncompletePoliticalScienceData:AnAlternativeAlgorithmforMultipleImputation,”
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95,No.1,2001,pp.49-69;RoderickJ.A.LittleandDonaldB.
Rubin,StatisticalAnalysiswithMissingData,Wiley,2019.

PippaNorrisand RonaldInglehart,CulturalBacklash:Trump,Brexit,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CasMuddeandCristóbalRoviraKaltwasser,Populism:A VeryShortIntroduction,Oxford
UniversityPress,2017.

关于OLS线 性 回 归 模 型 总 能 提 供 条 件 期 望 函 数 的 最 佳 线 性 估 计,参 见 EthanBuenode
MesquitaandAnthonyFowler,Thinking Clearly with Data:A GuidetoQuantitativeReasoningand
Analysi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21,p.199。

LeoBreiman,“Random Forests,”MachineLearning,Vol.45,No.1,2001,pp.5-32;Susan
AtheyandGuidoW.Imbens,“MachineLearningMethodsThatEconomistsShouldKnowAbout,”Annual
ReviewofEconomics,Vol.11,2019,pp.68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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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 证 预 测 模 型 的 准 确 度,作 者 采 用 留 出 法 交 叉 验 证 (holdout

validation)。① 表-1展示了交叉验证的结果,三种模型均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

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维度的民粹指数,说明社会经济与人口特征变量对民

粹态度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从整体预测表现来看,各模型在样本外测试集上

的平均误差较小 (RMSE与 MAE均在0.2以下),预测值与真实值的相关系

数普遍在0.3至0.8之间,符合社会科学研究中中等偏上的预测精度标准。

并且,三种模型的预测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从而进一步验证了跨问卷插

补结果的稳健性。

表-1 三种模型预测的交叉验证

模型 RMSE MAE Correlation 样本数

政治维度

最小二乘 0.176 0.144 0.334 1474

完全饱和 0.182 0.149 0.285 1474

随机森林 0.179 0.147 0.297 1474

经济维度

最小二乘 0.152 0.112 0.544 1474

完全饱和 0.156 0.115 0.517 1474

随机森林 0.155 0.115 0.518 1474

文化维度

最小二乘 0.132 0.104 0.826 1474

完全饱和 0.134 0.105 0.820 1474

随机森林 0.133 0.105 0.823 1474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比较三种模型发现,最小二乘线性模型的表现最优,在三个维度上均取

得最低的预测误差与最高的预测值与真实值相关度。有趣的是,即便在较为

简约的线性设定下,该模型仍能有效捕捉民粹态度的系统性变异,其预测效

果与稳健性均优于完全饱和模型和机器学习模型。② 因此,在后续因果推断分

08

①

②

留出法交叉验证的具体做法如下:将ANES样本随机划分为两个互不重叠的子样本,其中,
A子样本作为训练集 (trainingset),用于模型拟合,B子样本作为测试集 (testset),用于样本外预测

验证。在训练集A中,作者基于全部社会经济与人口特征变量,分别采用以上三种不同的预测模型,
对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维度的民粹指数进行拟合,随后,在测试集B中评估各模型的预测表现。预

测准确度通过三项指标加以衡量,即平均预测误差平方根 (RMSE)、平均绝对误差 (MAE)以及预

测值与真实值之间的线性相关 (correlation)。
最小二乘线性模型预测效果最好,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解释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以线性

为主,随机森林和完全饱和模型差别不大,也间接说明了随机森林亦未捕捉到太多非线性关系;另一

方面,完全饱和模型和随机森林模型往往在样本容量相对有限、变量维度较高或特征空间稀疏的情况

下,容易出现过度拟合情况。



“美国优先”长期化:民粹主义外交的民意基础

析中,作者主要依据线性回归的估计结果。并且,线性回归的透明性与可解释

性最强,能够直接揭示各社会经济变量与民粹指数之间的线性关系及其方向。

在模型训练完成之后,作者将上述拟合模型应用于2022年的CCGA数

据。CCGA数据同样包含了与ANES相同的社会经济与人口变量,通过模型

预测,作者为CCGA的每位受访者构建了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维度的民粹

指数,从而实现了跨问卷插补。这一操作使得CCGA数据在保留其丰富的外

交政策测量问题之独特优势的同时,也实现了对受访者民粹主义倾向的测

量,从而为分析民粹主义者的对外政策态度提供了研究可行性。

图-1 2022年CCGA跨问卷插补的民粹指数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1展示了在2022年CCGA样本中基于跨问卷插补方法所得出的政治、

经济、文化三个维度民粹指数的分布情况。整体来看,不同模型 (最小二

乘、完全饱和与随机森林)预测的结果分布较为一致,这说明插补结果具有

较好的稳健性。在政治维度上,民粹指数呈近似正态分布,显示大多数美国

受访者在政治信任与精英态度方面持中间立场,仅有少部分个体表现出极端

的政治不信任或强烈的反精英情绪。这种分布形态与2020年 ANES数据的

原始测量结果高度一致,也表明跨问卷插补较好地捕捉到了政治民粹态度的

连续特征。在经济维度上,民粹指数分布略向左偏,这意味着总体上较少出

现强烈的经济民粹倾向。这一结果与2022年美国经济在疫情后实现阶段性

复苏的宏观背景相符,也反映出经济层面的反全球化情绪并非当下美国民粹

主义的主要来源。相较之下,文化维度的民粹指数分布则呈现出明显的双峰

形态,显示出受访者的态度在移民、种族平权与身份政治等议题上存在显著

分化。一部分群体在文化态度上表现出较高的包容性与支持多元价值取向,

而另一部分人则倾向于支持更为保守、排外的文化立场。文化维度的双峰分

布揭示出美国社会在族群与文化认同议题上的立场极化趋势,这也与近年来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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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舆论中围绕 “白人身份焦虑”“移民威胁”等议题的激烈争论相呼应。①

(四)基于匹配的因果推断

借助跨问卷插补方法,我们已获得每位受访者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

维度上的民粹主义倾向指数,这为进一步分析民粹倾向如何影响对外政策偏

好提供了基础。根据CCGA数据中关于对外政策偏好的丰富问卷题项,作者

总结出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维度的具体对外政策偏好,作为本文实证分析

的结果变量。表-2展示了在2022年CCGA数据中三个维度的对外政策偏好

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依据前文的理论框架,政治维度上的民粹倾向越高,

受访者越倾向于支持民粹主义的对外政策,例如主张孤立主义,认为维持美

国世界地位弊大于利,质疑盟友关系与国际组织的有效性,甚至支持美国退

出北约等;经济维度的高民粹倾向则更容易导致民众对贸易保守主义的支

持,如倾向于赞同征收关税等;而在文化维度上,民粹倾向高的个体往往对

民主输出与多元主义持怀疑态度,更可能反对价值观外交,认为民主制度并

非普世适用,或认为多样性对美国并无益处。

为获得更可靠的因果推断,本文在条件忽略 (conditionalignorability)或

基于观 测 的 选 择 (selectiononobservables)识 别 策 略 下,采 用 匹 配 方 法

(matchingmethod)来估计不同维度民粹倾向对对外政策偏好的因果效应。

匹配方法通过在观测数据中寻找特征相似的个体,以模拟随机实验设计中

“干预组”与 “控制组”之间的可比性。②

具体而言,本文分别以政治、经济、文化维度的具体对外政策偏好为结

果变量,以某一维度的民粹主义指数为干预变量,并以其均值为阈值:高于

均值的受访者划入干预组,低于均值者则为控制组。随后,以其他两个维度

的民粹指数作为匹配协变量,采用马氏距离 (Mahalanobisdistance)进行一

对一最近邻匹配 (nearest-neighbormatching),并设定卡尺 (caliper)为0.2
倍标准差,以确保匹配样本间距离足够接近。因果被估量可形式化地表

达为:

τATT =
1
N1
∑
Di=1

(Yi-􀭾Yi)

  其中,τATT表示干预组的平均干预效应,若以政治维度为例,即对政治

民粹倾向较高的受访者而言,其某一外交政策态度 (Yi)与在经济与文化倾

向上相似但政治民粹倾向较低的个体 (􀭾Yi)相比的平均差异。换言之,这里

28

①

②

JohnSides,MichaelTeslerandLynnVavreck,IdentityCrisis:The2016PresidentialCampaign
andtheBattlefortheMeaningofAmerica,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8.

ElizabethA.Stuart,“MatchingMethodsforCausalInference:AReviewandaLookForward,”
StatisticalScience,Vol.25,No.1,2010,p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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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是某一维度 “高民粹”与 “低民粹”个体之间的对外政策态度差异,

而两者在其他两个维度的民粹倾向上保持相似,从而更接近于 “其他条件相

同”的因果识别。因为匹配是一种非参估计,所以估计的推断采用 Adadie-

Imbens标准误。①

表-2 对外政策偏好结果变量的描述统计

问题 编码规则 均值 标准差

政治维度

孤立主义态度: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应奉行
孤立主义还是积极参与?

0=积极参与

1=孤立主义
0.331 0.471

世界地位态度:总体来说,维持美国在世界
的地位,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0=利大于弊

1=弊大于利
0.383 0.486

对待盟友态度:对于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目标,
维持现有盟友是否有效?

0=非常有效

1=非常无效
0.166 0.208

国际组织态度:对于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目标,
参与国际组织是否有效?

0=非常有效

1=非常无效
0.283 0.257

对待北约态度:对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态
度为何?

0=增加支持

1=完全退出
0.325 0.232

经济维度

征收关税态度:向其他国家商品征收关税的
态度为何?

0=非常无效

1=非常有效
0.588 0.262

全球贸易态度: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全球贸
易是否为最高优先级?

0=优先  
1=并非优先

0.802 0.399

文化维度

民主外交态度:美国是否应该在全世界推广
人权和民主?

0=强烈支持

1=强烈反对
0.296 0.308

民主制度态度:民主对所有国家都是最好的
制度,还是对一些国家而言民主并非最好?

0=民主是普世的

1=民主并非普世
0.373 0.484

民主倒退态度:对美国而言,未来十年,世
界范围内的民主倒退是否是最大威胁?

0=巨大威胁

1=并非威胁
0.296 0.317

对多样性态度:不同种族和国别的人民对于
美国是否有益?

0=巨大益处

1=毫无益处
0.306 0.290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注:在编码规则的设定中,1均代表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民众在理论上会支持的

态度。

概言之,控制其他两个维度的民粹指数,是满足条件忽略的关键。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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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bertoAbadieandGuido W.Imbens,“LargeSamplePropertiesofMatchingEstimatorsfor
AverageTreatmentEffects,”Econometrica,Vol.74,No.1,2006,pp.235-267. 另外,作者承认匹配结

果的标准误有可能被低估,因为匹配的估计并未纳入跨问卷插补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但在数据与方法

的限制下,这已是目前能够实现的非常稳健且可行的估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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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些民粹指数源于因子分析并经跨问卷插补得出,插补模型中已包含社

会经济与人口变量 (如投票选择、意识形态、党派认同、宗教信仰、性别、

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对这些背景特征的控制;

第二,仅利用两个连续变量进行匹配,能够有效规避 “维度的诅咒” (curse

ofdimensionality),① 使得匹配后的样本在协变量分布上更加平衡;第三,由

于三个维度的民粹倾向具有相关性,通过马式距离寻找最邻近匹配,能够在

协方差结构下综合衡量变量间的关联性,从而在多维空间中更准确地衡量个

体间的整体相似性,较好地控制其他两个维度的民粹倾向。这一策略确保了

在可观测特征的条件下,干预组与控制组的对外政策态度差异,可被解释为

某一维度民粹倾向的因果效应。

在完成匹配后,作者对协变量的平衡性进行了系统检验。结果显示,匹

配后的标准化均差均显著下降,干预组与控制组在其他两个维度的民粹指数

上并无显著差异,这表明匹配效果良好。进一步地,为验证样本之间的重叠

性 (overlap)或共同支撑区间 (commonsupport)是否充分,本文还比较了

不同匹配方案下的成功匹配比例。结果显示,在以政治维度为干预变量、控

制经济与文化维度的匹配中,成功匹配率为79%;在以经济维度为干预变

量、控制政治与文化维度的匹配中,成功匹配率为32%,虽然这一比例略

低,但是有效匹配样本也达到405个;而在以文化维度为干预变量、控制政

治与经济维度的匹配中,成功匹配率为90%。总体而言,经匹配后的样本在

其他两个民粹维度上的分布已高度相似,满足重叠性与平衡性要求,因此,

其能够较为稳健地识别出某一维度的民粹倾向对相应对外政策偏好的平均干

预效应。

四、 民粹倾向与对外政策偏好的因果分析

利用匹配的方法,本文对政治、经济与文化三种民粹倾向对各自维度上

的对外政策偏好的因果影响进行了估计,表-3至表-5展示了主要的估计结

果。整体而言,三个维度的民粹倾向均对民众的对外政策态度产生显著影

响,并且影响方向与前文所述的民粹主义理论预期一致。民粹主义者具有系

统的对外政策态度,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维度的涉外议题上具有一致的

政策取向。

48

① GuidoW.Imbens,“NonparametricEstimationofAverageTreatmentEffectsUnderExogeneity:A
Review,”Th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Vol.86,No.1,2004,pp.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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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政治民粹倾向与对外政策偏好的估计结果

干预变量

结果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国际事务态度

1=孤立主义
维护美国地位

1=弊大于利
维持现有盟友

1=非常无效
参与国际组织

1=非常无效
对待北约态度

1=完全退出

政治民粹倾向
0.146***

(0.045)
0.210***

(0.044)
0.030*

(0.019)
0.089***

(0.022)
0.070***

(0.021)

干预样本量 1308 1308 1308 1308 1308

匹配样本量 1048 1048 1048 1048 1048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注:*p <0.1,**p<0.05,***p<0.01。括号中显示Adabie-Imbens标准误。匹配协

变量为经济民粹倾向与文化民粹倾向,采用马氏距离进行一对一最近邻匹配,卡尺为0.2
倍标准差。

表-3展示了具有政治民粹倾向民众的对外政策偏好。模型1至模型5分

别估计了政治民粹倾向对五个不同对外政策结果变量的影响。模型系数均为

正且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这表明,在控制了经济与文化民粹倾向后,政治

民粹倾向越高的个体越倾向于支持民粹主义式的外交立场。具体而言,政治

民粹主义显著提升了个体持有孤立主义态度的概率 (系数=0.146,p<

0.01),即在国际事务中主张 “美国应减少对外介入”的倾向。同时,其也

显著增加了受访者认为维持美国世界地位 “弊大于利”的比例 (0.210,p<

0.01),反映出民众对美国全球领导角色的质疑。从实质效应来看,相较于

政治民粹倾向较低的个体,政治民粹倾向较高者持孤立主义态度的概率上升

了约15个百分点,这一幅度相当于样本中孤立主义态度均值的三分之二,

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此外,政治民粹倾向还正向影响民众对盟友、国际组

织以及北约的负面看法 (系数分别为0.030、0.089、0.070)。这些系数在幅

度上虽较前两项略低,但仍具有实质意义,如政治民粹得分高于均值的个

体,其主张 “退出国际组织”的概率提高约9个百分点,提倡 “退出北约”

的概率提高约7个百分点。综合来看,政治民粹主义者在对外政策上呈现出

“反多边主义”的鲜明特征,他们倾向于认为美国应减少对外承诺,并弱化

对国际组织的支持。这与典型的民粹主义政治叙事相符,即强调 “人民主

权”并反对 “全球精英共谋”。

58



外交评论 2025年 第6期

表-4 经济民粹倾向与对外政策偏好的估计结果

干预变量

结果变量

模型6 模型7

征收关税态度

1=非常有效
全球贸易态度

1=并非优先

经济民粹倾向 0.070***

(0.010)
0.081***

(0.017)

干预样本量 1285 1285

匹配样本量 405 405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注:*p <0.1,**p<0.05,***p<0.01。括号中显示Adabie-Imbens标准误。匹配协

变量为政治民粹倾向与文化民粹倾向,采用马氏距离进行一对一最近邻匹配,卡尺为0.2
倍标准差。

表-4显示了经济民粹倾向对经济政策领域的对外政策态度的显著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民粹倾向越高,个体越可能支持民粹式贸易保护主义政

策。具体而言,经济民粹倾向显著提升了受访者认为 “征收关税是非常有效

的政策”的概率 (0.070,p<0.01),同时也显著降低了受访者认为 “全球

贸易应是美国外交优先事项”的可能性 (0.081,p<0.01)。从实质效应来

看,经济民粹主义倾向高的民众支持关税的概率比低民粹倾向群体约高7个

百分点。这一结果揭示出,在面对全球化与贸易竞争时,有民粹倾向的选民

更愿意保护本国劳动者与产业,反对对外开放与自由贸易。实证结果亦表明,

全球化带来的分配冲击促使部分群体转向经济民族主义与保护主义的立场。

表-5 文化民粹倾向与对外政策偏好的估计结果

干预变量

结果变量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价值观外交态度

1=强烈反对
民主制度态度

1=并非普世
民主倒退态度

1=并非威胁
对多样性态度

1=毫无益处

文化民粹倾向 0.102***

(0.028)
0.093***

(0.042)
0.088***

(0.029)
0.158***

(0.022)

干预样本量 1052 1052 1052 1052

匹配样本量 950 950 950 950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注:*p <0.1,**p<0.05,***p<0.01。括号中显示Adabie-Imbens标准误。匹配协

变量为政治民粹倾向与经济民粹倾向,采用马氏距离进行一对一最近邻匹配,卡尺为0.2
倍标准差。

表-5展示了具有文化民粹倾向的民众所对应的对外政策偏好。四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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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水平显著,这说明文化民粹主义者在文化维度的对外

政策偏好上呈现明显的排外与反普世价值倾向。具体而言,文化民粹倾向显

著提升了受访者对在全球范围推行价值观外交的反对程度 (0.102,p<

0.01),且更容易认为 “民主对一些国家并非最好” (0.093,p<0.01),并

且提高了认为 “民主倒退并非全球威胁”的比例 (0.088,p<0.01)。同时,

他们也更倾向于认为 “不同种族和国别的多样性对美国没有益处” (0.158,

p<0.01)。这些效应不仅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且具有很大的实质意义。在文

化民粹倾向较高的群体中,反对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人权与民主的比例比低民

粹群体约高出9至16个百分点。整体而言,文化民粹主义者对外政策态度体

现出鲜明的 “文明边界”意识,他们认为美国应在推广普世价值方面减少对

外干预,并对外界 “他者”保持距离。

为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作者还进行了多种敏感性分析 (sensitivity
analyses)。首先,改变caliper取值 (0.1至0.5)后,点估计 (pointestimation)

变动幅度不超过±0.03,显示结果对匹配设定不敏感。其次,将干预变量的

阈值划分改为40%或60%分位数后,相关结果依然稳健。总体而言,三个维

度的民粹倾向对相应领域外交政策态度的正向效应具有高度一致性与稳健性。

综上所述,实证结果发现,特朗普政府时期的 “美国优先”式的民粹主

义外交并非纯粹源自个性化的领导风格,而是在社会层面具有深厚的民意基

础。政治民粹主义者的孤立主义与反多边主义态度、经济民粹主义者的反全

球化与保护主义取向,以及文化民粹主义者的反价值观外交立场,共同构成

了特朗普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民意土壤。这就意味着,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外

交路线,无论是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与 《巴黎协定》,还是对全世界征收高额

关税,抑或是裁撤美国国际开发署,均在公众的价值认同与对外政策偏好中

找到了可观的社会基础。换言之,特朗普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其实是一种更

为普遍的民粹主义价值体系在对外政策领域的外化。

五、 “特朗普2.0” 时期的美国民粹主义外交政策

以上的量化分析采用的是2022年的民调数据,为了进一步说明 “美国

优先”长期化趋势,本节将以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的外交政策作为分

析案例,进一步揭示民众的民粹主义立场与外交政策的联动机制。总体而

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民粹主义外交延续了其第一任期的实践,但在策略上

更为系统、在力度上更为激进。这与保守派选民的政治不信任、经济焦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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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危机持续走高密切相关。

在政治维度,特朗普第二任期的 “反多边主义”外交实践,是对保守派

选民普遍性政治危机感的制度化回应。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长期追踪数据,

在2024年,只有22%的美国人表示信任联邦政府,而在共和党支持者中,

这一比例更低,仅有约11%,并且多数人认为 “华盛顿被腐败精英所掌

控”。①2025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最新民调也显示,仅有约40%的共

和党选民认为美国应在重大外交决策中与盟友进行协商。② 这表明,共和党

选民对国际制度与多边承诺持有更强烈的怀疑态度。这种对政治建制与国际

制度的普遍怀疑情绪,为特朗普推行民粹主义外交提供了坚实民意支撑。在

此背景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取向具有更强势的单边主义特点。一方

面,特朗普不愿意美国为其他国家或全球事务付出巨大资源,要求美国盟友

增加共同防御的军费开支,从而降低美国在维护全球安全方面的负担;另一

方面,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停止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活动,并冻结对联

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 (UNRWA)的全部资金,同时要求审查美国对所有国

际组织与多边条约的财政贡献与成员资格。由此,特朗普民粹主义外交不仅

重塑了美国的外交决策逻辑,也进一步侵蚀了美国全球主义的制度根基,预

示着国际多边主义机制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将持续加剧。

在经济维度,特朗普第二任期的 “反全球主义”立场同样与共和党选民

的经济危机感密切相连。根据2025年最新的盖洛普调查数据,63%的共和

党受访者认为,关税在短期内会给美国带来更多资金,77%的共和党民众认

为,关税在长期对美国有利,其中,保护主义政策在 “锈带州”与低教育程

度、低收入群体中支持度最高。③2025年,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伊始迅速重启

并升级全球贸易战。2025年2月,他利用发布总统行政令和官方宣言等方

式,对加拿大、墨西哥、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全面加征关税,并援引 《1962
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以 “国家安全”为由,对钢铁、铝、汽车等关键

行业征收25%关税。④4月2日,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 “国家紧急状态”,对

来自所有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10%的 “基准关税”,并对贸易逆差较大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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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TrustinGovernment:1958-2024,”Pew ResearchCenter,June24,2024,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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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追加 “对等关税”。① 随后,中美贸易战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正式升级为全方

位的关税对抗。虽然特朗普更多地将关税作为极限施压的手段,但是,美国

对全球征收的10%基准关税客观上损害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严

重冲击了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② 可以说,特朗普第二任期在国际经贸领域

的民粹主义外交政策,兼具象征性与实际价值,既向选民展示自己在国际经

济舞台上的强硬形象,又以关税与制造业回流等形式向右翼民粹选民兑现选

举承诺。

在文化维度,特朗普第二任期的 “反价值观外交”同样呼应了保守派选

民的文化焦虑与身份防御心理。根据2025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

83%的共和党选民认为 “大规模移民与难民涌入美国构成国家的重大威胁”,

这一数值达到历史最高,其中,71%的共和党民众密切关注移民相关新闻。③

民众的这种高度关注与强威胁感知,反映的并不仅是经济或治安层面的担忧,

而是折射出他们更深层的身份认同危机与文化焦虑。保守派选民将持续增长

的移民规模视为对传统价值、社会秩序及 “美国身份”的冲击,这种文化防

御心理正是特朗普 “反价值观外交”叙事的重要民意基础。因此,在特朗普

第二任期,其在文化维度的外交政策凸显为系统性削弱 “普世价值”议程,

并大规模重塑与推行价值观外交相关的涉外官僚机构。④ 其一,特朗普政府

于2025年7月1日正式关闭了在美国 “人权与民主外交”中长期发挥核心作

用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将其主要职能并入国务院。经国务院审查后,在原

有约6200个援助项目中,超过5200个项目被终止,削减比例超过80%。⑤

特朗普表示,海外援助支出必须与其 “美国优先”方针保持一致。国务卿鲁

比奥则强调,所有对外资金的使用都应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其二,特朗

普于3月14日签署行政令,将美国国际媒体署 (USAGM)的运作缩减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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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允许范围内的最低限度,暂停美国之音 (VOA)与自由亚洲电台 (RFA)

的部分节目,并冻结约6亿美元的海外广播预算。尽管法院一度中止执行该

命令,但国会最终仅恢复约40%的拨款。其三,特朗普政府冻结了美国国家

民主基金会 (NED)约2.4亿美元的国会拨款。这一机构长期通过国务院资

助全球约2000个致力于推动人权、新闻自由、法治与民主的相关组织。① 这

些文化层面的政策既回应了保守派选民根深蒂固的身份焦虑与排他心理,也

进一步巩固了特朗普在文化维度上的 “反价值观外交”。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优先”长期化恐怕并不局限于共和党政府。近年

来,在执政实践中,民主党同样面临国内民众反全球化情绪的持续约束。以

拜登政府为例,其在贸易和产业政策方面事实上延续了前任的诸多关键举

措:继续保留对华高额关税,② 强化 “买美国货”(BuyAmerican)条款,③ 推

动制造业回流与供应链重组,④ 并在关键技术领域实施出口管制与投资限

制。⑤ 从公众舆论基础来看,美国社会对自由主义外交传统的支持已失去广

泛的根基。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5年的调查显示,虽然71%的美国人

仍认为同盟关系 “重要”,但仅有38%受访者希望美国 “在全球扮演更积极

角色”。这意味着,即便未来实现了政党轮替,美国外交仍将受到保守派社

会焦虑与民粹主义情绪的深层约束,其内向化与民粹化倾向恐将长期存在,

难以出现根本性逆转。更重要的是,即便是民主党总统上台,其也不得不面

对一个 “特朗普化”的共和党国会,其中许多民选议员延续了右翼民粹的政

治立场,在国际承诺、国际贸易、价值观外交以及对华政策等议题上对行政

部门持续施加压力。总而言之,主张 “美国优先”的民粹主义情绪已嵌入美

国外交政策的社会与制度结构之中,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外交

的内向化与民粹化倾向将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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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优先”长期化:民粹主义外交的民意基础

结  语

本文通过理论建构与实证分析,揭示了美国民粹主义外交政策的民意基

础。研究表明,特朗普政府 “美国优先”的民粹主义外交,并非领导人个性

风格变化的偶发产物,而是深植于美国社会结构性危机与集体不安情绪的政

治表达。政治民粹主义者的 “反多边主义”、经济民粹主义者的 “反全球化”

以及文化民粹主义者的 “反价值观外交”,共同构成了这一外交取向的社会

基础。由此可见,美国外交的民粹化并非短暂的历史插曲,而是美国国内的

政治信任缺失、经济不平等与文化认同焦虑的外溢结果。在民粹化的美国民

众眼中,美国应优先实施 “收缩”与 “克制”的外交政策。正如迈克尔·赫

希所言,传统的美国外交政策已经名存实亡,或者至少来说,那种在二战后

与冷战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 “美国作为世界警察”(America-as-globocop)的

观念,已经彻底崩塌了。①

可预见的是,即使在特朗普卸任之后,这种由民众焦虑感所支撑的民粹

政治逻辑仍可能长期影响美国未来的外交方向,推动其在国际秩序中延续更

具防御性与内向化的政策取向。即便未来出现党派轮替、民主党重新执政,

右翼民粹化的社会结构也将继续约束继任领导人的外交活动空间,美国政府或

许会在表面上恢复支持多边主义的姿态,但在贸易、产业与安全政策上仍会保

持谨慎、务实乃至防御性的色彩,美国外交政策不太可能真正回到冷战后的自

由国际主义轨道。换言之,民粹主义的阴影已经深深嵌入美国外交决策的社会

结构中,其影响将超越个别领导人的更迭,成为美国政治的一种长期底色。

(责任编辑:吴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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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populism-drivenxenophobicsentimentshavegivenriseto“national

security”asanewdiplomaticimperative.Takaichihaslinkedtheso-called
“Taiwancontingency”totheexerciseoftherighttocollectiveself-defense,

grosslyinterferinginChina􀆳sinternalaffairsandendangeringpeaceandstability
acrosstheTaiwanStrait.Hererroneousremarksandrecklessactionsregarding
Taiwanareextremelyirresponsibleanddangerous,posingseverechallengesto

China-Japanrelationsandregionalpeace.

Keywords:SanaeTakaichi,the“AbeLine”,populism,Japan-U.S.alliance,

China-Japanrelations

“AmericaFirst”Endures:ThePublicRootsofPopulistForeignPolicy
FUShu

Abstract:TheriseofAmericanpopulism,particularlytheright-wingpopulist

surgeexemplifiedbyDonald Trump,hasreshapedthelandscapeofU.S.

domesticpoliticsandforeignpolicy.DelineatingthecoretenetsofAmerican

populistforeignpolicyanditspublicopinionbasisisconducivetounderstanding
thefuturetrajectoryofU.S.diplomacy.Theoretically,the“AmericaFirst”

agendacanbeconceptualizedalongthreedimensions:anti-multilateralismin

thepoliticaldomain,anti-globalismintheeconomicdomain,andanti-value-

baseddiplomacyintheculturaldomain.Empirically,thisstudydrawsontwo

nationallyrepresentativesurveys:the2020AmericanNationalElectionStudies
(ANES)andthe2022SurveybytheChicagoCouncilon GlobalAffairs
(CCGA).Byadoptingcross-surveyimputationand matching methods,it

identifiesthecausalrelationshipsbetweenAmericans􀆳senseofcrisisinthe

political,economic,andculturaldimensionsandtheirattitudestowardpopulist

foreignpolicies.Theresultsindicatethatpoliticalpopulisttendenciessignificantly
strengthenisolationism,contemptforallies,andoppositiont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economicpopulisttendenciesnotablyincreasesupportfortariffs;

andculturalpopulisttendenciesreinforcerejectionofdemocracypromotionand

multicultural values.The evidence demonstrates thatthe formation of

America􀆳spopulistforeignpolicyisnocoincidence.Endowedwithextensive

publicopinionandsocialfoundations,itemergesasaspillovereffectof

domesticpoliticaldistrust,economicinequality,andculturalanxiety.This

populistforeignpolicyislikelytoexertalong-termimpactonU.S.foreign

ⅳ



policypractices,perpetuatingamoreinward-lookingpolicyorientationforthe

UnitedStatesintheinternationalsystem.

Keywords:“AmericaFirst”,populistforeignpolicy,publicopinion,Donald
Trump,domesticpolitics

SecuritizationandtheRevolvingDoor:FormationoftheU.S.Consensuson
StrategicCompetitionwithChina
PENGZhifengLIZhiyong
Abstract:TheUnitedStates􀆳long-termengagementwithChinahadfosteredthe
emergenceoftheengagersasadominantadvocacycoalitionforitsChinapolicy.
However,as China􀆳s continuous rise increasingly challenged American
hegemony,skepticismandhostilitytowardChinagainedtractionwithintheU.S.
foreignpolicycommunity.Byaround2015,thesesentimentshadcoalescedinto
arivaladvocacycoalition:thecompetitors.Overthepastdecade,thedebate
overU.S.Chinapolicyhascompletelyunderminedthedominantpositionofthe
engagementpolicyandfacilitatedtheformationofaconsensusonstrategic
competitionwithChina.Adoptingameso-levelperspectiveonforeignpolicy
change,thisarticlerefinestheadvocacycoalitionframeworkbyintegrating
insightsfromsecuritizationtheoryandtherevolvingdoorphenomenon,and
thusoffersarobustanalyticallenstoexplaintheformationprocessofthis
consensus.First,atthesocietallevel,competitorsinitiatedthesecuritization
agendathroughdiscursivesalience.Subsequently,atthegovernmentallevel,

theTrumpadministrationelevatedtheiragendaintoofficialstancethrough
discursiveframing.Competitorsbegantoshapetheperceptionofthe“China
threat”withamoreradicalposture,pressuringtheengagerstoacceptthe
strategiccompetitionconsensus.Furthermore,theTrumpadministrationleveraged
therevolvingdoortorecruitcompetitors-alignedexpertsintokeyChina-policy
positions,solidifyingthestrategiccompetition consensusthrough policy
practices.Thecontinuousoperationofthecompetitionadvocacycoalitionhas
dominatedthewholeprocessoftheU.S.cognitiveshiftonChina.Looking
ahead,astheU.S.strategiccompetitionconsensustowardChinadeepens,the
trajectoryofChina-U.S.strategiccompetitionwarrantsfurtheracademicinquiryand

policyattention.
Keywords:China-U.S.relations,Trumpadministration,foreignpolicychange,

advocacycoalition,securitization,revolving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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